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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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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２０１４年我国全面推广PPP以来,PPP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长效供给模式的定位逐渐清晰.本文采

用DEAＧMalmquist模型分别测算公共基础设施的静态和动态供给效率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动),再

通过构建PPP综合指数,运用Clad模型评价PPP对供给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PPP能够显著提

高公共基础设施的静态供给效率,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受益最大.由于

PPP全面推广时间不长,其优势体现具有滞后性,导致 PPP对动态供给效率和效率变动的影响不够显著,也未

能促进技术进步.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市场开放度越高、私人资本发展越成熟,PPP的实施效果就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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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之后,我国在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全面推广PPP模式.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底,我
国在库的PPP项目已有９０３６个,总投资额达到１３６１８６．６２亿元.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三大类分别为

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和城镇综合开发,占比分别为:２６．４５％、２６．１４％和１２．０３％;项目数量最多的三大

类分别为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占比分别为:３９．８５％、１４．１４％和９．７２％.然而,

PPP在我国的推广之路并不顺畅.五年多来,PPP历经了大力推广、迅速发展、清理整顿和规范运行

四个阶段的转换,人们对PPP的认识也逐渐从缓解财政压力的短暂融资工具转变为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的长效供给模式.那么,在PPP的推广进程中,PPP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 PPP对公共基础设施

的供给效率是否产生影响? 如果产生,这一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另外,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运行都是长期的过程,那么PPP对公共基础设施跨期供给效率的影响如何? 本文试图从公共基础设

施供给效率的角度入手,希望实现三个研究目的:一是评价PPP对公共基础设施年度静态供给效率

的影响;二是评价PPP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跨期变动的影响;三是探讨PPP对公共基础设施

供给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

早期部分学者将PPP视为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债务的工具,所以这期间的文献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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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与地方债务的关系.然而,学者们逐渐认识到PPP本身并不能解决财政赤字,反而制造了一种

PPP能够解决财政赤字的假象[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逐渐放弃了PPP是一种财政工具的观点,也
不再强调PPP减缓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的作用[２].学术界对PPP定位进行了重新思考,也逐步认识

到PPP是政府从一次性的资金模式转为追求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长期性供给模式[２].研究PPP
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对PPP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则成了现在PPP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部分学者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调查问卷等形式得出PPP能够促进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

的提升,且该影响的核心在于私人资本的作用.正如Shen等所述,PPP模式下私人部门能够将其专

业技术、管理经验、技能和创新等引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的改进和供给

效率的上升[３].Moszoro指出,在公共建设中采用公私混合的资本结构,能够将公共部门的财务优势

和私人部门的管理优势内部化,也能够实现私人部门的“知识转移”,这样不仅能够降低融资成本,还
能节省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４].国内学者王宝顺等指出,企业参与PPP提高了其避税程度,降低

了税负水平[５].项目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主要通过对风险溢价的偏离程度影响回报率水平;公私双

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导致绝大部分PPP项目的合同回报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６].在PPP模

式下,有关资产产权的剩余控制权方面的研究最著名的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Hart的研究.
他以监狱为例,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去验证地方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具有提高产品质量或者减少成本投

入的动机.他认为如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签署的合约是不完全性的,那么将剩余控制权赋予私人

部门,就会激励私人部门很积极提高地方基础设施质量的同时降低投入成本.但是,如果私人部门和

公共部门签署的合约是完备的,那么私人部门只会有兴趣去降低投入成本来获取超额利润,而不会去

关注他们建成的地方基础设施质量是否得到了提升.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实践中PPP的运用也确

实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７].Falch和 Henten分析电信工程领域内的PPP项目,发
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紧密结合提高了宽带的安全性.并且电信工程领域中私人资本的参与有助

于政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比如科研和教育领域等,从而提高了政府投资效率[８](P３－３０).

Välilä研究发现在私营部门参与下,道路、隧道、学校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成本都低于只有公

共部门参与的传统模式下的成本,供给效率也更高[９].Moszoro和 Gasiorowski从PPP模式的应用

效率研究认为,民间资本参与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可以激发民营机构进行技术创新的热情,以实

现项目成本的降低[１０].
尽管多数学者肯定了PPP对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正向作用,但学术界同时认为PPP能够促进

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提升是受限于一定的条件下的.特别是在我国,PPP全面推广的时间不长,PPP
的实施效果更是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反应灵敏.余逢伯认为在新常态下推动PPP模式会面临着机遇

和挑战.虽然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用PPP模式满足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需求,提高了公共产

品及服务的供给效率,但是PPP模式进一步的推广面临着作用认识不清晰,政府合作诚信基础不坚

固,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项目运行机制不健全等挑战[１１].Wang表示,目前中国还处于PPP项目的

初级阶段,PPP项目的长期性和高投资性受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不精确和风险分配不均等问题制

约,从而会降低PPP模式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效率[１２].另外,刘穷志和彭彦辰研究发现由于我国

各省份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水平有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所以各省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

有所不同,PPP项目在各省的投资效率也存在差异[１３].
虽然以往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相对不足: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从理论和案例分

析的角度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多.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对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把

控不够,如有学者以PPP项目的产出效率为研究对象,但现有数据中PPP项目的产出数据仅为预

期数据而非实际数据,这导致研究结论与实际产生偏离.并且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尚未发现合适的

PPP的代理变量.另一方面,PPP的实施是一种长期行为,而现有文献并没有研究 PPP对项目供

给效率的跨期影响.对此,本文尝试弥补上述文献不足,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本文认

为PPP的核心是将私人资本引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所以私人资本在项目中所占的比重应在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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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变量中得到体现.对此本文运用改进后熵权法将PPP项目投资额、PPP项目数量和PPP项

目中私人资本所占比重分别赋权后加总,构建了 PPP综合指数,作为 PPP代理变量,为 PPP的后

续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现有的研究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多以 DEAＧTobit模型进行,但 Tobit
模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此缺陷,未对模型进行检验,而直接采用 Tobit模型

进行后续研究.本文结合数据和模型的特点,采用 DEAＧClad模型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第三,本
文在研究PPP对公共基础设施年度供给效率的影响的同时也评价了PPP的跨期实施效果.

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测算

(一)公共基础设施综合产出值的测算

１．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在运用DEA模型时,必须要先设定好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项目.根据«１９９４年世界发展报

告»中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可知,公共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经济

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水利和交通运输等硬件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文教、医疗、健
康、养老等.另外,根据世界银行PPI(PrivateParticipationInInfrastructure)数据库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我国PPP项目所属行业仅为能源业、水务业及污水处理业和交通运输业３个行业,因此,本文在能

源业、水务业及污水处理业和交通运输业中选取指标求出的综合产出指标代表公共基础设施产出.
结合张军、高远等学者计算基础设施产出值选取的指标体系[１４]和PPI数据库中PPP项目的种类,本
文选取电力生产量、电力消耗量、天然气供应量和天然气管道长度测算能源业的产出;选取城市供水

量、城市污水管管道长度、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城市排水管道长度测算自来水业及污水处理行业的产

出值;选取公路里程、桥梁数量、铁路营业里程、铁路客运量、内航航道里程、水运客运量和地区航线里

程来计算交通运输业的产出值.以上各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从
统计看民航２０１７»和国家统计局官网、国泰君安数据库.

２．公共基础设施综合产出值的计算

由于每个行业的产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度量指标进行反映,因此,计算公共基础设施的综合产出

效率可以通过对各分项指标进行赋权后进行加总获得.大多数客观赋权的方法仅适用于截面数据,
却无法对面板数据赋权,如普通熵权法、变异系数法.在此,本文引用杨丽和孙之淳的方法[１７],加入

时间变量,改进熵权法,计算公共基础设施的综合产出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选取指标:设有r
个年份,m 个省份,n个子指标,则xrmn代表第r年 m 省的第n个子指标值;再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x′rmn＝xrmn/xmax;接下来求出P矩阵yrmn＝x′rmn/∑
r
∑
m
x′θλη;再求出熵值:Ej＝

－k
∑
r
∑
m
yθλη

ln(yθλη),其中

k＞０,k＝ln(rm)及效用值Dj＝１－Ej;最后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i＝
Di

∑Di
.确定出各产出指标权重

后,对各指标赋权加总后得出该省该年的公共基础设施综合产出值.测算结果显示,占比最高的是交

通运输业,比重为５３．７９％;而能源业和水务业及污水处理业的比重分别为２３．８１％和２２．４０％.
(二)公共基础设施静态和动态供给效率的测算

１．模型设定

计算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需要借助模型进行,目前测算效率的方法主要由参数方法下的随机

前沿法(SFA)和非参数方法下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相对于SFA,数据包络分析法不需要考虑

生产函数的表达式及参数的分布形式,只需要思考投入和产出的项目,适用于拥有多投入和多产出的

研究对象.因此,本文选择用DEA的方式测算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是用于评价决策单元(decisionＧmakingunits,DMUs)效率和生产力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最早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r提出,他们把单一投入、单一产出的工程效率推

广到多投入、多产出的有效性评价中,为决策单元(DMUs)之间的相对效率评价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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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工具.该方法的原理是保持决策单元(DMUs)的投入或产出不变,通过数学方法和统计数据

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每个决策单元投射到该前沿面上,比较决策单元与前沿面的偏离程度

来评价他们的有效性.其中决策单元(DMUs)指效率的测度对象,它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系统或是一

个生产过程.该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决策单元的效率与投入、产出指标的量纲选取无关,因此,运用

该方法时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选用产出导向的规模可变的 DEA 模型,即BCC模

型测算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
然而BCC模型只适合单周期内效率的测算,有些决策单元(DMUs)却存在跨期的效率变化.对

此,Fare、Grosskopf、Norris等学者引入 Malmquist指数,用于分析各决策单元动态的效率变化.

Malmquist指数的计算和DEA一样,属于非参数的方法.该指数描述了决策单元(DMUs)不同年份

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变化,并将全要素生产力拆分为技术变动和效率变动两部分.计算 Malmquist指

数需要先确定DMUs在t和t＋１时期分别与前沿面技术相比较的距离函数(该函数以E方程表示),
具体的计算公式[１６]如下:

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MPIt
i＝

Et
i(xt＋１,yt＋１)
Et

i(xt,yt) (１)

t＋１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MPIt＋１
i ＝

Et＋１
i (xt＋１,yt＋１)
Et＋１

i (xt,yt) (２)

Malmquist指数通过对式(１)和式(２)式取几何平均数获得,即:

Mi＝(MPIt
iMPIt＋１

i )１
２ ＝[Et

i xt＋１,yt＋１( )

Et
i xt,yt( )

æ

è
ç

ö

ø
÷  Et＋１

i xt＋１,yt＋１( )

Et＋１
i xt,yt( )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３)

Malmquist指数可以被拆分为技术变化(TECHCH)和效率变动(EFFCH)两个子指标.

２．指标相关性检验

为了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选用的投入产出变量就应该有较强的相关

性,从而避免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合理导致测算结果被高估或低估.一般而言,对变量相关性可以通过皮

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或者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因此,本文运用SPSS２４．０版本

对公共基础设施综合产出值与能源业投入额、水务业及污水处理业投入额、交通运输业投入额进行相关

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共基础设施综合产出值分别与三大行业的投入额呈显著的正相关,这充分说明产出

指标与投入指标符合同向性、合理性要求,可以运用该投入产出体系进行DEA模型的效率分析.

三、PPP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PPP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PPI数据库.该库的PPP项目的投资总额分为协议金额

和实际投资额,本文选取实际投资额进行研究.市场开放度、私人资本发展程度的数据皆来自王小

鲁、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１７],但该报告提供的市场化指数中各分项

的得分只更新到２０１６年.参照钱先航和曹廷求对市场化的处理方法[１８],本文参考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作

为２０１７年的数据;评价省份创新指数的数据是根据寇宗来和刘学悦共同编写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

新能力报告２０１７»处理后得出[１９].本文选取的样本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地区),总共有３１０个研究对象,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１．模型设定

由于BCC模型计算出的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值介于０~１之间;Malmquist指数估计的

跨期的动态供给效率值显著大于０.由此可知,上文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值具有归并数据

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可采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 Tobit模型对分布的依赖性很强以致结果

不够稳健,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因此,在使用 Tobit模型时需要检验其正态性与同方差性,如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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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扰动项不服从正态性或存在异方差,则需要用更加稳健的“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代替Tobit
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本文设定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其中i为我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某个省(市、自治区),t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之间的任一年份.

sesit＝β０＋β１pppit＋β２xit＋＋βnxit＋ui＋εit (４)

desit＝β０＋β１pppit＋β２xit＋＋βnxit＋ui＋εit (５)

tgit＝β０＋β１pppit＋β２xit＋＋βnxit＋ui＋εit (６)

effit＝β０＋β１pppit＋β２xit＋＋βnxit＋ui＋εit (７)

２．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以BCC模型测算的年度效率值代表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staticefＧ
ficiencyofsupply,简称ses)为式(４)中的被解释变量;以 Malmquist求出的跨期全要素生产率代表公

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dynamicefficiencyofsupply,简称des)为式(５)的被解释变量.为分析

PPP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的途径,本文分别以全要素生产的分解项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简称tg)和效率变动(rateoftechnicalefficiencychage,简称eff)作为式(６)和式(７)的被解释

变量作进一步研究.
(２)解释变量:本文通过构建PPP综合指标代替PPP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该变量的数据

是通过整理世界银行PPI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各省(市、自治区)PPP项目的投资额、项目数量和

PPP项目中私人资本平均占比３项赋权加总获得.整理时,PPP项目投资额是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官网上每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而得;PPP项目中私人资本平均占比可通过式

(８)计算而得.

PPP项目的私有资本平均占比＝
∑i省第t年PPP项目的私有资本所占比重

∑i省第t年PPP项目数量
(８)

参考上文的方法,运用改进后的熵权法对PPP综合指标赋权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PPP综合指标权重表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PPP项目投资额 ０．６０８８

PPP项目数量 ０．２４１１

PPP项目中私有资本平均占比 ０．１５０１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３)控制变量

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不仅受供给模式的影响,
还受地方宏观经济环境、地方政府和外部市场环境等

诸多因素影响.正如孙早、杨光等所述,基础设施投资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地区经济的

发展水平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有一定的影

响[２０].城市人口密度的上升也会带来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多,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供给

水平和供给效率的要求也就越高[２１].另外,从财权和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明确划分后,地方政府

逐步成为地方基础设施供给的主导者,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对该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都有一定

的影响[１６].除此之外,在PPP成为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模式之后,政府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合作不断加

深,从传统的短期交易转化为长期共存的关系,那么私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对公共基础

设施的供给效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人均 GDP、人口密度、居民受教育水平、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财政分权、市场开放程度、私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和城市创新能力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到PPP是政府与私人资本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上的合作,并且私人资本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负责全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供给的职责,那么当地私人资本所在的市场环境、私人资本自生的发

展程度和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市场活跃程度都会对PPP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中的作用产生影响,因
此,本文在研究时分别将PPP与市场开放程度、私人资本发展程度和城市创新能力相乘,作为回归分

析中的交互项,变量的具体信息见表２.
为了减少数据变化带来的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实证检验前分别对人均 GDP、人口密度、居

民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创新能力４个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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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表

序号 分类 变量名称 符号 原始数据来源

１
２
３
４

被解释
变量

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 ses DEA模型测算得出的技术综合效率值

公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 des Malmquist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变化 tg Malmquist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

效率变动 eff Malmquist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

５
解释
变量 PPP ppp

运用熵权法对PPP项目投资额、PPP项目数量和 PPP项目中私有资
本平均占比赋权加总而得

６
７

８

宏观经
济环境

人均 GDP pcgdp 国家统计局官网

人口密度 mpop 国家统计局官网

居民受教育水平 edu
∑
n

１
∑t

１(高校在校人数＋中专在校人数＋高中在校人数)

∑
n

１
∑t

１年末常住人口数

９

１０

地方政府
相关因素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ggc
∑
n

１
∑t

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n

１
∑t

１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

财政分权 auto
∑
n

１
∑t

１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

∑
n

１
∑t

１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

１１
１２
１３

外部市
场环境

市场开放程度 ggr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私人资本发展程度 devp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城市创新能力 inno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２０１７)»

　表３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es ０．４９ ０．２４ ０．１５ １．００ ggc ７．６１ ２．３０ ３．６７ １６．８８
des ０．９２ ０．１９ ０．４７ ２．２８ auto ０．５０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９４
tg ０．９４ ０．１６ ０．６３ １．４３ ggr ５．８９ ２．４１ －６．３７ ９．６７
eff １．００ ０．２３ ０．４８ ２．３２ devp ６．６９ ２．３４ ０．９４ １０．８３
ppp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７６ linno ３．５３ １．７１ －１．４５ ７．３２
lpcgdp １０．５６ ０．５２ ９．２０ １１．７７ pppggr １．０２ ０．９０ －０．９８ ６．６１
lmpop ７．８２ ０．４６ ６．２４ ８．６９ pppdevp ４２．７５ ２３．３３ －１８．９９ ９４．６８
ledu ５．０４ ０．８９ ２．２０ ６．２９ ppplinno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２６ ４．４２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扰动项的正态性检验

　 表４ 全样本模型的扰动项正态性检验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CM 统计值 ６．９９０ １１．０９１ ３．９５２ ９．８６２
P值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７

　　本文对各模型的扰动项都进行了正态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４.

在表４中,模型１代表被解释变量为公共基础

设施静态供给效率的模型;模型２代表被解释变量

为公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的模型;模型３代表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变化的模型;模型４代表被解释

变量为效率变动的模型.分析检验结果可知,除了模型３,其他模型的 CM 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之下,拒绝原假设,因此,Clad模型更优于 Tobit模型.为了结果具有对比性,本文

在分析结果时对模型３也只分析Clad回归结果.

２．PPP对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的影响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Stata１５．０版本分别对 Tobit模型和Clad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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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Tobit模型和Clad模型回归结果

Tobit模型Ⅰ Tobit模型Ⅱ Clad模型Ⅰ Clad模型Ⅱ

ppp ０．１６５∗(０．０９３) ０．０５５(０．２５５) ０．１０９∗∗∗(０．００７) －０．３９４∗∗∗(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ppggr ０．０２６(０．０４６) ０．２２１∗∗∗(０．０００)

pppdevp ０．００９∗∗∗(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０．０００)

ppplinno －０．０２１(０．０６１) －０．２６２∗∗∗(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５．２６０∗∗∗(０．５７２) ５．１２２∗∗∗(０．５６６) ２．０２３∗∗∗(０．０６８) ３．３１７∗∗∗(０．０００)
样本数量 ３１０ ３１０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由表５可见,Tobit模型和Clad模型的回归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且Clad模型的标准误整体上

小于 Tobit模型的标准误.不仅如此,Clad模型大大提高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这也说明在本研究

中 Tobit模型的结果确实存在偏误,Clad模型的结果更准确且更稳健.这与扰动项正态性检验的结

论一致.基于此,本文后续的研究将统一采用Clad模型.表５显示,Clad模型Ⅰ中PPP显著提高了

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Clad模型Ⅱ中,虽然单独的PPP对静态供给效率的影响为负,但加上

交互项的影响后的总效应值为正向０．１０９,这表示PPP能够提高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因此,
本文分析主要依据Clad模型Ⅰ.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较

大.PPP作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将私人资本引入公共领域,扩宽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资渠道,使地方在规划城市建设、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时不再受限于财政资金不足,促进了地区基础

设施的供需平衡,提高了规模效率.另一方面,私人资本投资更加注重投资回报率,因此,私人资本参

与公共基础设施中必定会运用其先进的知识技能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节约资金成本、促进项目更高效

运作,有效地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纯技术效率.由 DEA模型所知,静态供给效率可以被拆分为

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种效率的同时上升必然提高了静态供给效率.除此之外,政府治理能力越

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越高,市场开放程度越大、越透明,地方城市创新能力越强,越有活力,地方公

共基础设施的静态供给效率就越高.不同的是,私人资本的发展程度与静态供给效率呈显著的负相

关,这与我国国情有关.相比于私人企业,国有企业更能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国有企业无论在政府补

助上还是金融融资上都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福利和优惠.因此,私人资本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地方政府也更愿意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

３．PPP对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的影响分区域检验结果

由于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水平也有所不同,所以

为进一步评价各地区PPP的实施效果,分析PPP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对我国内地３１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再次进行验证.区域划分标准参考国家统计局官网,

Clad模型的实证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显示,东部地区PPP对公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影响不明显,但影响方向为负;中部地区

PPP对静态供给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影响系数不大,为０．００４;西部地区PPP显著提升了该地区

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静态供给效率.这是因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PPP的兴

起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反而造成资金浪费和供需不匹配.而西部地区更需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丰富当地居民的生活.PPP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有

效途径,化解了地方财政不足和地方基础设施需求过大的矛盾.充分地将政府和私人资本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的优势相结合,促进了静态供给效率的提升.

４．PPP对公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动的影响

表７显示,就全国而言,PPP对公共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效率以及效率变动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
回归系数都为正.另外,现行的PPP没有促进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技术进步.这是因为 PPP
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影响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各地效果不一,整体水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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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分区域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ppp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 ０．２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１６．２８６∗∗∗ ２．１２２∗∗∗ －０．３６７∗∗∗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样本数量 １１０ ８０ １２０
省份数量 １１ ８ １２

　表７ 实证研究结果

des tg eff

ppp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２)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３３３∗∗∗ －１．４１２∗∗∗ ０．９５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８９) (０．５２９)

样本数量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用时相互抵消,使得整体效果不显著.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推广PPP是在２０１４年之后.一直以来,
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者都为各级政府,由政府部门将设计、建设、运营等分阶段向市场购

买服务,且承包对象多为国有企业.而PPP的出现将设计、建设和运营融为一个整体,需要私人资本

对全生命周期负责,且政府的主要职责为监督[２２].全新的供给模式让地方政府、市场以及私人资本

得到全面认知需要时间.这导致前期运行中会出现很多不符合PPP内在含义的行为发生,低估了

PPP的实施效果,造成了技术退步.除此之外,现行的政府治理能力显著地降低了动态供给效率和

效率变动,对技术变化的影响虽然不明显,但系数方向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亟需改变其角色定位,
原有的命令性的政府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模式.财政分权度对动态供给效率呈负相

关,但却能极大地促进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技术进步,这说明地方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权和事权后,
更有动力去激活地方市场,激励地方企业改革创新.市场开放度显著地提高了动态供给效率和效率

变化,但却未能促进技术进步.这是因为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刺激供给者节约成本,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基础设施,但供给者的行为需要地方政府进行有效指引.私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对动态供给效率和

技术变化呈显著负相关,但正向影响效率变动.城市创新能力对动态效率和效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却负向影响技术变化.这说明,私人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信息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高,缺乏

动力创新.
５．进一步检验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开放程度、私人资本发展程度和城市创新能力都会影响PPP对公共基础设施

供给效率的作用程度.因此,本文开展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进一步检验的结果

ses des tg eff
ppp －０．３９４∗∗∗(０．０００) ０．２６５∗∗∗(０．０００) 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０．２５２∗∗∗(０．０６６)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ppggr ０．２２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０００) －０．２６５∗∗∗(０．０１６)
pppdevp ０．０１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００１)
ppplinno －０．２６２∗∗∗(０．０００) －０．２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０．０００) ０．３２７∗∗∗(０．０２１)
_cons ３．３１７∗∗∗(０．０００) ０．２１７∗∗∗(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 ０．５０１∗∗(０．２５１)
N ３１０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分别计算总效应后得知,市场开放程度能够加强PPP对公共基础设施静态、动态供给效率和技

术变化的影响,但减弱了PPP对效率变动的影响;私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削弱了PPP对静态供给效率

和效率变动的影响,却加强了动态供给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只提高了PPP对效率

变动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DEAＧMalmquist方法分别计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内地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公

共基础设施静态供给效率、动态供给效率及其分解项,再通过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评价了PPP
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PPP显著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的静态供给效

率,但对动态供给效率影响不明显.在分区域验证中,PPP对东部地区的静态供给效率影响不显著,
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十分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市场开放度和成熟私人资本都能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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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但现有的创新水平对PPP在基础设施供给的促进还不够明显.基于以上结

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地方政府角色转换,重新定位其基础设施职能.传统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

设中扮演着绝对领导的角色,但PPP模式下,政府需要与私人企业合作共事,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
第二,扶植私人资本健康发展.PPP模式下,私人资本成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供给者.

但在我国,国有资本对私有资本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阻碍了私人资本的发展.对此,我国政府可以

合理引导国有资本走向国际市场,减少对私人资本在国内市场的挤出.另外,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对信

誉好、实力强的私人资本提供政策性融资渠道和税收优惠.也可对提高了供给效率的私人资本发放

额外的专项奖励和补贴.
第三,进一步开放基础设施市场,促进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作.以往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时,政

府为主导力量,私人资本发挥作用有限.政府在选择供应商时也只选与其关系紧密的企业.不仅如

此,在项目实施中也会出现政府方失信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建设参

与热情,降低了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为此,地方政府应增强契约精神,开放市场,遵循市场竞争原

则,激发私人资本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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